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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1/t20140120_502082.html [上网时

间：2014年1月31日]。

与中国类似，韩国也是人多地少、重视教育、重视家庭，也经历了三十多年连

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韩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比较顺畅地融入了城

市，社会分配处于比较均等的状态。韩国的经验至少有四：第一，在经济快速增长之

前，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被均分，成为农民最重要的财富；第二，劳动密集型

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新移民；第三，被抚养人口同步迁移至城市，

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城市化问题；第四，城市户均居住面积较小，但力求居者

有其屋。最终，新移民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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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与城市化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是一种普遍现象，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这一

进程更为浓缩、更为复杂。有一种现象几乎是为中国所独有，即新移民只完成了

“半城市化”、“半市民化”，被悬在农村与城市的半空中，并且作为一种“超稳

定”状态而长期存在，从而形成了一个“进不了城市”、“回不了农村”的“农民

工”群体。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呢？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

农民工总量 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 633万人，增长 2.4%，其中，本地农民工

10284万人，增长 3.6%，外出农民工 16610万人，增长 1.7%。[1]如果再加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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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抚养和赡养人口，他们的问题至少涉及5亿中国人。

“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很有意思，英文翻译也是花样繁多，有“peasant
workers”、“migrant workers”、“farmers-turned-workers”、 “unrooted noncitizen”[1]

等等。是“农民转变而来的工人”也罢，是“亦农亦工”也罢，是“未扎根的非

市民”也罢，始终切断不了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中国学者们发现，国际通行的

“城市化”概念，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一系列怪异问题，于

是开始使用“半城市化”[2]、“半无产阶级化”[3]、“农民工市民化”[4]等概念来进

行解释。

本文选择韩国作为中国的比较对象。应该说，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

中国的城市化难度要比韩国大得多，经历会更复杂、延续的时间也可能要更长。

但是，中韩两国的国情又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人均耕地面积都很低，都属于

小农经济，都有儒教国家重视家庭、重视教育的传统，两国政府都在城市化和工

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又使两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某

些可比性。从新移民融入城市角度来看，至少应该有五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有

无本钱？二是劳动人口能否找到工作？三是非劳动人口（被抚养人）能否同步转

移？四是在城市是否居有定所？五是有没有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中韩两国新移民

融入城市的过程，存在明显差异，这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村居民和城市新移民群体

能否相对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问题，即发展能否惠及大多数民众的问题，对

于社会分配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本文结合比较分析和社会学阶层分析的方法，

对两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分析。相对而言，韩国通过比较顺利的城市化，较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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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希望韩国的某些城市化经验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韩国农民手里的第一桶金：土地

韩国农民看起来与中国农民一样，赤手空拳进入城市。但实际上，韩国农民

手里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中国没有，这是“天壤之别”，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

起点差异。在 1940年代末期到 1950年代初期，韩国实行土地改革，把收缴的日

本殖民者手中的土地以及韩国本地地主手中超过规定面积的土地，较为平均地分

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实现了土地这种重要生产要素的平

均分配，对后来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至关重要。[1]土地所有权在农民手中，带

来三重影响：

第一，小农有了地产就是有了财富。虽然面积不很大，但随着经济成长，土

地增值。统计显示， 1975－1988年，韩国的消费者价格（consumer prices）上涨

了 350%，土地价格上涨了 840%，房屋价格上涨了 470%。[2]农民可以转让土地，

作为进入城市、在城市安家的第一笔资金，相当一部分农民（土地相对较多的或

者靠近城市的）就直接变成“中产阶级”[3]。

第二，农村土地的私人所有和相对自由的所有权转移，扩大了土地经营规

模。从 1980年到 2011年，韩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从 0.05公顷下降至 0.03公顷。

同期中国的人均可耕地从 0.10公顷下降至 0.08公顷。[4]农村居民单靠几分土地很

难获得高收入，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大部分农村居民转移至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

产业，实现城市化。城市化从另一方面也帮助了留在农村务农的人，由于越来越

少的人留在农村，土地可以在农民间流动，留下来的人耕作的土地面积扩大了，

收入自然也就增加了。韩国统计数据显示，1960－1973年，0.5公顷以下的农场

数量由 16.7%下降至 11.4%，而 3公顷以上的农场则由 1.2%上升至 7.0%，农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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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逐步扩大的现象相当明显。 [1]数据显示，2010年，韩国的耕地面积 160万公

顷，农村人口220万，人均耕地面积是0.73公顷（约11亩）。[2]同样是人多地少的

国家，韩国的资源禀赋比中国还差，但是，每个韩国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是中国

的数倍，所能获得的收入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了。

第三，农村收入增加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使这个重视“均贫富”的儒教国

家保持了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在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最

大的是 1965－1975年这十年间，1967年的数据显示，农村家庭收入只占城市家

庭收入的59.6%，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之后，由于大量人口持续转向城市、非农

雇佣机会增加和农产品价格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家庭收入增速超过了城市家

庭，逐渐拉平了与城市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个别年份还超过城市家庭。城市化

顺利进行，城乡收入相对均等，帮助整个社会实现了较为均等的收入分配。

劳动人口能否在城市找到工作？

众所周知，韩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 1961年。朴正熙带领一小股对政

府不满、有强烈发展欲望、组织严密的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韩国发

展的轨迹。新政府大力发展经济，以经济成就作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大力推动

出口导向战略，“充裕的低成本国内劳动力与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联姻”[3]，经

济开始起飞。当劳工政治化威胁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时，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应对

劳工挑战，包括禁止罢工、撤销工会登记、逮捕工会积极分子等。韩国政府双管

齐下，既利用反共意识形态的武器，又利用强有力的安全部队，压制草根劳工运

动，使劳工处于未组织状态，切断劳工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在高压劳动政策

下，工会无法在工资决定问题上发挥有效的影响力，工人工资长期维持较低水

平。当然，工人工资长期较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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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anis, “A Model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the Open and Dualistic Economy: The Cases of Korea and
Taiwan”,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11, Issue 2, 1975, pp. 32-63； Edward Mason etc.,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66;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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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orea Economic Planning Board, Annual report on the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1972 and 1985.
而在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 83.5%降低至 50.5%，用了近 40年（1957-1996年）。中

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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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No. 5 (Oct., 1990),pp.669-681.

供给，这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历。[1]在这段时间里，资本家经

历了投资的黄金时期。自 1962年朴正熙启动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开始，直到

1979年被刺杀，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 8.5%的高速增长。 [2]此后虽有波

动，但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仍旧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伴随经济增长，韩国的劳动力主体平稳迅速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第一产业

转向第二和第三产业。把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 81.6%降低至

50.4%，韩国用了 12年（1958－1970年） [3]。伴随快速的工业化，韩国制造业领

域的工人由 1963年的 17.3%上升至 1985年的 38.9%，数量也由 42万上升至 314.7
万。第三产业工人绝对数量也在增长，但占工资收入者的比重比较稳定。正如美

国韩裔学者具海根所分析的那样，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同时增长，工人阶级内部

出现了“大混杂和内部分化”。[4]用大约 20多年的时间，韩国就业结构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快速地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为以工业为主的社会，完成了浓缩的工

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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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韩国的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韩国农业经

济学家潘性纨曾估算，在 1957－1982年间，韩国有大约 1230万人从农村移向城

市。 [1]考虑到 1980年韩国的总人口只有 3812万 [2]，移民群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从地域上看，韩国的城市化立足于大城市，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首尔

周边、釜山，以及从首尔到釜山的连接线上的工业城市。比如，从 1965－1970
年，有184万韩国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其中，44% 去了首都首尔，12%去了国

土东南端的第二大城市釜山。从一些中小城市向首尔和釜山移民的情况也很普

遍。还是在该五年间，有31万人从小城市移民至首尔，7万余人从小城市移民至

釜山。逆向的人口流动也存在，但规模要小得多。[3]

被抚养人是否共同迁移？

城市化不仅与劳动者相关，还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下一代（以及上一代）。

在韩国，多数农村人在转移至城市的时候是举家迁移，或者在城市安顿下来，生

儿育女，完成广义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甚至有些暂时没有机会到城市的农民，

也会倾向于先把子女送到城市的学校里就学，分享比农村优质的教育资源。当

然，这些孩子在接受完城市教育之后不可能再返回农村。通过代际更替，在差不

多一代人的时间里，韩国完成了城市化。

有韩国学者在 1970年完成的研究显示，在城市化的高峰期，国内移民绝大

多数是举家迁移。具体而言，在调查的 2226个国内迁移者中，69.0%（即 1535
人）是举家迁移，只有 11.2%（249人）是与家人分离，单身的迁移者有 17.6%
（即 391人），还有其他情况 51人。[4]朴振焕博士在其著作《韩国新村运动》中写

到了自己的经历。他 1927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农村，家里有 4男 3女共 7个孩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

为什么韩国的“农民工”较快地融入了城市？

93



[1] [韩]朴振焕著，潘伟光等译：《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 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中国农

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2] 资料来源：《2005年韩国住房与城市统计年鉴》，转引自李恩平、李奇昤：“韩国快速城市化时期

的住房政策演变及其启示”，《发展研究》，2011年第7期，第37~40页。

子，只有3个孩子有机会上小学。朴振焕家只有半公顷耕地，只能留下他哥哥在

家里务农，其余 6个孩子不得不到城市去找工作。到 1995年，他的儿子辈所育

26个孩子，都从大学毕业，属于城市中等收入阶层。[1]韩国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

式，在约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完全的、不可逆转的城市化。

新移民能否在城市安居？

一般认为，外出打工者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住的条件差一些都可以凑合，

要举家迁移的话，住可能是最大的问题。韩国的做法称不上完美，但基本解决了

这个问题。在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的 1960年代，韩国政府并没有积极地解决新移

民的住房问题。尽管于 1962年成立了韩国国家住房公司（KNHC）、1967年成立

了住房银行（KHB），但是公营部门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市场供给。如下页表 1
所示，在 1962－1971年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公营部门提供的新

建住宅量只占总量的 12.2%和 12.9%。而 1960－1970年，韩国城市家庭数的增长

远快于城市房屋数量的增长，住房短缺更加严重，政府面临的压力更大。此后，

韩国政府积极介入住房供给。1972年，韩国政府颁布《住宅建筑加速法》，1974
年颁布《土地金库法》，1978年成立韩国土地开发公司（KLDC），以公营形式征

用居住用地，在 1976-1978年，公营征用居住用地占所有征用居住用地的 83%。

从市场供给来看，1970年代－1990年代中期，各年度韩国公营部门新建房屋量

占新建房屋总量的30%以上，有的期间接近五成。1988－1990年间，韩国的房屋

价格飙升，私营部门的投资激增，公营部门房屋投资的比重相对下降。以国家住

房公司为代表的公营部门，基本上是以成本价向市场供应小户型房屋。

由于新增供应量大增，韩国城市住房存量从1980年的246.8万套增加到1995
年的 677.4万套，合居率由 1980年的 48.5%降至 1997年的 23.1%，此时的合居有

超过一半是合住在 8居室以上的大房子里[2]，蜗居的现象得到根本改观。房屋供

应量之所以能有这么大，与新房屋的户型较小有关。韩国于 1981年出台了关于

“小户型住宅义务比率”的政策，要求在商品房建设时6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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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等户型指的是大于 46.2平米而小于 95.7平米的房屋。在韩国常用“坪”作为房屋面积单位，

统计上以14坪和29坪为界，即以46.2和95.7平米为界。

[2] 韩国统计厅历年的人口与住房调查。转引自 Jae-Young Son et, “Changing Conditions and Quality
of Hous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62/63, April 2003,pp.211-237.

[3] 同[2]。

比例不得低于 50%。从 1980年到 1995年，韩国的房屋存量从 531.8万套增加到

957.0万套，中等户型[1]由 278.7万套增加到 573.5万套[2]，占到新增房屋的 69.3%。

韩国人均居住面积只是从1970年的6.8平米增加到1995年的17.2平米，家庭居住

面积从 1970年的 35.9平米增加到 1995年的 58.6平米，住房供给率从 1960年的

84.2%下降至1985年的69.8%，随后反弹至1995年的86.0%[3]，进入城市拥有住房

的市民明显增加。

表1 韩国的新建房屋量及构成

资料来源：《韩国住房与城市统计年鉴》，2005年。

关于房屋的价格，国际上一般用房屋价格与家庭年收入之比（PIR）来衡

量。在 1990－1991年的高峰期，韩国的PIR据估计达到了 9~10，到 1990年代中

期下降至 5~6。不同地区差距明显。比如，1999年韩国住房商业银行（ Housing
and Commercial Bank）估计，全国的 PIR 约为 4.58，首尔市则达到 6.67。这是韩

国在经济快速增长了 35年之后的情况。韩国人购房比较晚，统计显示，1987
年，韩国人平均的购房男性户主年龄是35岁，一般是在结婚8.4年之后买房，只

有 19.9%的人能够在结婚前买房。韩国政府自 1985年开始公布官方的房屋价格。

个别年份的房屋价格有快速增长，长期趋势是稳步增长。以城市的公寓价格为

例，以1985年底房屋价格为100，1986、1988、1990、1992、1994、1996年的价

年份

1962-1966
1967-1971
1972-1976
1977-1981
1982-1986
1987-1991
1992-1996

新建房屋总套数

325935
540338
760591
1116074
1155071
2386491
3104854

公营部门投资套数

39915
69613
228766
495378
549344
877101
1148940

公营部门投资套数占总量的比例

12.2%
12.9%
30.1%
44.4%
47.6%
36.8%
37.0%

私人投资套数

286020
470725
531825
620696
605727
1509390
195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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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e-Young Son et, “Changing Conditions and Quality of Hous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62/63, April 2003,pp.211-237.

[2] ［美］具海根著，梁光严等译：《韩国工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160页。
[3] ［美］具海根著，梁光严等译：《韩国工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169页。
[4] ［英］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

页。

格分别为 95.8、125.8、200.0、186.6、182.9、190.6，同期的 CPI分别为 102.8，
113.5、130.2、151.1、168.3、184.5。[1]韩国还有庞大而独特的租房市场，有效满

足了新移民的住房需求。

新移民的阶级意识形成：“臭工人”

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出身于农村的新工人遭受中产阶级的鄙视，是一种较

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由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工资收入、工人修养等多种因素决

定，只是在某些国家表现得更为严重，延续的时间更长。正是在各种抗争中，新

移民逐渐形成了稳定的阶级意识。

在韩国，新移民的城市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新移民被城市接纳，也有一个

艰苦的过程。在 1960－197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过程中，尽管人们承认工

厂工人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以相当严重的鄙视态度看待

这个人群。在日常语言中，从农村转移至城市的第一代工厂工人被称以“臭工

人”、“打工仔”（kongdoli）、“打工妹”（kongsuni）等。在韩语里，“kong”是

“工厂”或“工业”的意思，“doli”和“suni”是旧时对下层阶级的男孩和女孩

的称呼。kongdoli和 kongsuni，给人以强烈的带有明显的奴仆性工作、生来不得

不在工厂里干粗活的印象。[2]这里面，有传统儒家思想中对体力劳动者的不屑，

也有男尊女卑思想影响下对女工的轻蔑。对于外界给新移民贴上的标签，敏感的

青年女工更急于掩饰和摆脱这一称呼所表征的负面形象，她们认为自己所受到的

粗暴对待源自自身未受教育。她们试图通过上教会组织、商业机构和自己公司举

办的夜校，弥补缺失的教育，寻求心理上的信仰和支持。在学习和集体活动中，

她们形成了平等的意识，出现了积极的表达取向。悖论发生了，“女工强烈的脱

离取向，反而有助于他们在表达工人要求和为 80年代民主工会运动打基础等方

面成为先锋战士” [3]。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

……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

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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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具海根著，梁光严等译：《韩国工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8页。

[2] [美］具海根著，梁光严等译：《韩国工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如前所述，韩国在 1960－1970年代经历的发展黄金期，工人运动受到控

制。进入 1970年代，韩国工人的抗争加剧。以 1970年 1月 13日工人全泰壹高喊

“我们不是机器”自焚为开端，韩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斗争之激烈相

当罕见。学者认为，全泰壹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提供了

神圣的象征，启示和动员工人努力争取达到集体目标，这是“韩国工人阶级形成

过程的开始”[1]。工人的觉醒，促使工人阶级逐步从自在发展成自为的阶级。在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韩国工人抗争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得到像人一

样对待”，一个含义是：要得到最低限度的工作条件：身体上能够承受的工时、

安全，以及与付出相称的报酬；另外一个含义是改变雇主和管理人员对待工人的

粗暴方式。在斗争过程中，韩国工人的自我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以前我们不希望自己是一名工人，我时常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工人。而今我有了

自信，我敢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我是工人。’我为自己是一名工人，是受尊重

的社会成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感到自豪”。[2]

从韩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劳工运动在 1970年代后期和 1980年代达到高峰。

这个时间段，从政治上看，是朴正熙时代结束、威权体制放松的阶段；从经济社

会上来看，是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劳工工资快速上

升的阶段。由于供求关系质的改变，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提升，劳动成

本的上升几乎成为必然。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产业结构提升迫在眉

睫，劳工运动活跃化趋势明显。在长期的工人运动压力下，伴随产业升级，韩国

工人工资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工人群体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韩国新移民

工人群体没有被固化，而是很快融入到新产业和城市中去。

结语：韩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概括而言，韩国的新移民较为顺畅地、迅速地、不可逆地从第一产业转移至

第二和第三产业，成功地分享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融入了现代城市。到 1996
年，韩国经过34年（1962－1996）的高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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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水平大致相当于2011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2），2011年
上海市人均GDP达到 12784美元。见 http://www.stats-sh.gov.cn/tjnj/nje12.htm?d1=2012tjnje/E0305.htm [上网

时间：2012年12月27日]。
[2]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农民工的实际失业率只有 1.5%，远低于城市实际失业率，也大大低于国有

集体企业的下岗比例（18%以上）。潘圆、张坤、胡鞍钢：“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我们的兄弟——进城务

工青年创业寻踪之十”，《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16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市场信息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96），中国农业出版

社，1997年，第33页。

美元[1]，成为了“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员。而且，受

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影响，韩国全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一直处于相对均等的状态，

基尼系数在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也没有超过 0.4。这是一种相

当不错的发展状态。

与韩国类似，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初期，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大发展，成

为“世界工厂”，为离土离乡的新移民提供了诸多工作岗位。农民工的失业率低

得出奇。[2]这至少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寻找一份高于农村收入的工作并非最困难的

事情。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问题上遭遇瓶颈，这里面有制度性的问

题，有发展战略的问题，也有思想意识上的原因。

第一，中国农民手中没有土地所有权。从产权界定上看，土地还是集体所

有，农民无法自主转让，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增值，并不归农民所有。由于

耕种土地获利微薄，经营期不确定，很少能有农民工依靠土地经营权的转让获取

进入城市的资金。这是很大的劣势。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在城市周边，不

少耕地被占，土地转让的收入很少能惠及当地农民。农民有点谈判权的，只是在

他们的房屋被拆迁时，才有可能得到某些补偿。

与此同时，由于土地经营权得不到保障，不能有效地完成土地流转，留在农

村的农民经营规模得不到扩大，收入很难有起色，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中

国的总体收入差距的拉大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据统计，1952年，中国平均每

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 9.35亩，到 1978年，这一数据下降至 5.07亩。中国经济

高速发展之后，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总体呈现下降态势，只是在 1985
和1986年出现过一个阶段性的高点（4.66亩和4.61亩）。此后继续下降。到1996
年，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下降至 4.44亩。[3]每个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的

下降是农民收入相对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城乡收入差距很难改善的原因。

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占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0%。如果计算

房产等财产性分配的话，城乡差距将会更大。城乡差距是拉大中国全社会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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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节选），《中国妇运》，2008年第 6期，第 34~37
页。

[2] 孙立平：“农民工如何实现城市融入”，经济观察网： 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07/
03/20/50095.shtml [上网时间： 2012年12月27日]。

[3]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42、47页。

距的最主要的因素。

第二，与韩国的举家迁移不同，在中国，不少已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把子

女留在农村，由配偶或父母照看。夫妻分离，老人空巢，儿童留守，一家人难得

团聚，家庭的分离大大降低了国人的幸福指数。家庭分离实为迫不得已，因为农

民工在城市多数生活条件有限，无法在城市实现完全的劳动力再生产。根据全国

妇联 200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0-17周岁留守儿童在中国全体儿童中所占比例为

21.7%，据此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

儿童约 4000多万人。在全部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占

47.1%。父母双方外出的留守儿童占52.9%。[1]显然，这种城市化进程即便是在个

人的层面上讲，也只能是半城市化状态，因为他（或她）在城市只能实现劳动力

的简单再生产，而不是完全再生产。即便是那些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农民工，

他们也仍在为平等的入学机会而奔走，特别是在最根本、最决定命运的高考问题

上。社会学家孙立平曾从早期华人移民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经历来思考农民工如

何融入城市的问题，设想一种“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突破口的制度设计，通过

教育的作用促进以代际传递为模式的城市融入进程”。[2]

第三，居住条件成为限制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关键因素。北京工友之家 2009
年的调研报告《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在北京某打工者聚

居村，家庭户均居住面积只有16.6平米。在苏州，工厂宿舍每个人的居住面积约

为 4.1米，租民房的人平均居住面积 5.8平米。[3]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农民工很难立

足于城市，也很难把子女带在身边。高企的房价使买房对农民工来说无异于奢

望。无法安居当然也就遑论融入城市了。

第四，韩国的经历对于中国也有警示作用。韩国的工人运动在 1970－1980
年代进入高峰，这与阶级意识的形成相关，也与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劳工的博

弈能力上升有关。如果中国的农民工继续被阻止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分享经济

增长的话，他们对社会的不满难以避免。中国的农民工曾经被看做是“沉默的群

体”，他们顽强地在城市驻足，虽然有较普遍的不平感，但他们面对城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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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0~132页。

[2] 杨正喜：“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社会科学》，2012年第

7 期，第79~88页。

除了讨薪之外，基本上不表达（利益诉求） 、不申诉（权益受损状况）。有学者

分析认为，作为非市民的农民工身份的认同，直接影响了作为城市居住者的权利

意识，作为城市的局外人，他们倾向于不行动。这是制度得以维持的重要机

制。 [1]但是，近些年来，中国正在进入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多发期。一个原因在

于，在一个惯常的工资水平下雇佣不到足够的农民工，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结

束，工人的博弈能力提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超大国家，刘易斯拐点不

会是一个点，而只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区间。这个区间的主要特征，包括劳动力工

资大幅上涨、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人口速度放缓、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人

口比重下降等。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些特征，尽管在学界还存在诸多关于中国

是否越过了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在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归属

问题迫在眉睫。

另一个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高，诉求更丰富，追求与时代

发展相一致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学者通过华南地区的农

民工集体行动研究指出，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

集体行动的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社会日渐

断裂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

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

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2]劳工运动的扩张，无疑将加大社会治理

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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